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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证明：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恢复走

向振兴、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根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 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和辉煌成就，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换了

人间。浙江 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风顺得来的，

而是长期艰辛探索、长期艰苦奋斗、长期汗水泪水浇灌的结果。浙江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证明：坚持和加

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

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恢复走向振兴、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根本经验。在这些

根本经验的指引下，浙江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个典型、一个样本、一个“优等生”，又有着一些值得总

结和长期坚持的重要经验。

坚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实际相结合，既讲普通话，又讲浙江话，积极探索有

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是贯穿我们党的全部实践、全部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和基本逻辑。70年来，浙江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中，注重从浙江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讲普通话，又讲浙江话，努力践行陈云 1990 年 1月

24 日同浙江省党政军领导谈话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要求。

在所有制关系上，形成公有制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



浙江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非公非私的民营经济新概念和新模式。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的丰富和发展。浙江近代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加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方面原因，

国家对浙江投资不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较弱小，客观上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初

期，浙江率先提出“四个轮子”一起转，即乡、村、联户、个体一起上。上世纪 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

个不限”，即对发展民营经济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让民营企业

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2004 年 2月，省委率先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大会，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概念内

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 年 1月，省委在全省民营经济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四个够不够”，即我们对浙商

及民营经济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我们对浙商成长及民营经济发展的轨迹

和规律研究得够不够？我们对浙商及民营经济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我们对浙商及民营经济的温

暖关爱给予得够不够？持之以恒地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使民营经济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社会的主体和

最为亮丽的“浙江名片”。同时，按照“宜强则强、宜留则留、宜退则退”的“三宜”原则，深度推进国

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使浙江成为国有经济大省，实现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

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说，浙江几乎在所有的贯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中，都能接地气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说法和做法，而

不是当“传达室”和“传声筒”。如中央提出改革开放，浙江提出市场取向改革和实施“两头在外”战略；

中央提出加快工业化，浙江提出大力发展块状特色产业和专业市场；中央提出推进城镇化，浙江提出顺势

应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浙江把“八八战略”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

践；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设等。当然，浙江更多的是从实际出发，

率先探索实施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如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小城镇综合改革，农村“千万工程”“，最

多跑一次”改革等。正是这一系列实践探索，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坚持长远目标和实用抓手相结合，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跑

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标是导向，是引领，是旗帜。我们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提出了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团结带领人

民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很快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接着持续编制五年计划，提出五

年建设目标，还有一系列的专项计划目标以及年度发展目标，形成远大目标、长期目标、五年目标、年度

目标等的目标体系，也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干着田里的。既确定远大目标，又通过一个一个具

体目标去实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体现。

浙江 70年来在确定发展目标上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目标定位高于全国。如 1959 年 12 月省第三次党

代会提出，全省的经济面貌要在三年内有一个很大的改变。1963 年 4月省第四次党代会提出，未来要向着

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前进。1971 年 1月省第五次党代会提出，要在三五年内(从

1970 年起)实现全省粮食亩产超千斤、煤炭自给；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建成全省比较独立的、

小而全的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你们多翻一点，这样全国可以翻两番”和中央要求东部地区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到 2010 年多数地区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十五计划”中提出“分区域分阶段”和到 2020 年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2017年 6月提出“两个高水平”，

即 2020 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目标后来虽有调整，但一直踩

着点往前跑，总体上高于全国的要求。

二是提出切实有用的工作抓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远大目标必须要有切实管用的办法和政策举



措，浙江通常叫工作抓手。如浙江先后提出把“八八战略”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抓手，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为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有效抓手，以小城镇建设为抓手统筹城

乡发展，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抓手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等。近年来，浙江在推进经济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又创造性地打出系列“组合拳”，这包括“五水共治”“四换三名”“四边三

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以及创新驱动、浙商回归、市场主体升级、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八

大万亿产业培育、特色小镇、数字经济等。

三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70年来浙江的发展，是历届省委带领全省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进

入新世纪以来，浙江按照“八八战略”的宏伟蓝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坚

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

推动“八八战略”一步一步地展开、一项一项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实、一年一年地见效，进而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坚持大政方向和调整纠错相结合，在调整中发展，在纠错中前行，不断校

正发展前进的航向

如同世上没有笔直的大道和笔直的河流，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浙江的发展也是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挫

折。从大的挫折来说，10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而在这 10年“文革”中，浙江是重灾区，出现全面夺权和全面内乱、纠“左”与反纠“左”的斗争、整顿

与反整顿的较量，全省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 10年间，全省工农

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只递增 5%，其中有 4 年下降；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只递增 3.4%，大大低于全国 6.1%的水

平。直到“文革”结束，中央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开启改革开放，浙江才走上了经济社会发展

的快车道。

在这 70 年历史变革中，浙江一直在试错中探索、在整顿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



的整顿经济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到 60年代初针对“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的失误进行全面调整，再

到 1975 年针对“四人帮”破坏开展的全面整顿，可以说每隔 10 年就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即使改革开放以

来，浙江也经历了 1979 年开展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89 年开展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

济秩序”，以及后来开展的整顿房地产市场、整顿金融秩序、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等，使国民经济在不

断调整中保持了较快发展。

在调整探索中，浙江从实际出发，循序诱导，而不搞简单打压。如对温州低压电器质量问题，积极配

合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整治，帮助企业解决白银等贵金属材料来源，而不是简单关掉。对义乌小商品市场一

度出现的假冒伪劣问题，也是积极整顿，而不是简单关掉。特别是为错抓错捕的温州柳市“八大王”及时

平反，退还没收的资产，彰显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纠错精神。正是在这种长期探索—失误—纠错

—调整的过程中，浙江深刻领悟了“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真谛，坚持一手抓经济报表、一

手抓平安报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砥砺前行。

坚持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担当负责相结合，形成群众创新创业和干部敢于

担当的同心协力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干群关系有两个基本定位：一是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和创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二是强调是政治路线确定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这两者统一

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体现在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担当负责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生动地践行和丰富了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担当负责的结合。突

出的案例有三。一是永嘉率先实行农业生产“包产到户”。1956 年 5月，永嘉在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副书记

李云河的领导下，根据一些社员和干部提出的“若要生产好，就应该把产量包给个人”的意见，决定在雄

溪乡(后改为塘下乡)燎原社进行产量责任制的试验，即“包产到户”；当年 9 月，永嘉召开全县高级社社

长千人大会，部署全县进行“包产到户”的多点试验。后来虽然永嘉的“包产到户”很快遭受摧残而夭折，

但它的实践和理论，对中国农业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都作出了开创性

的贡献。

二是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1980 年 12月 11日，19岁的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第 10101

号的营业执照，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然而，温州个私经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上世

纪 80年代初，国家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温州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

“风头浪尖”上的人，其中也包括“八大王”。后来，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亲自组织为他们平反，勉

励他们勤劳致富。后继市委书记董朝才，被称为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改革者，他顶住当时“姓资姓

社”的责难，坚定支持个私经济发展，对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当年章华妹

“、八大王”等群众的大胆创新创业，没有袁芳烈、董朝才等干部的勇于担当，就不会有温州今天的发展。

三是义乌群众冯爱倩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一场纷争。上世纪 80年代初，义乌街头出现了马路地摊市场，

按当时政策不被允许，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1982 年 5月的一天，46岁的冯爱倩堵住新来的

县委书记谢高华，责问他“，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啥不让”。谢高华告诉冯爱倩：“我理解你，

同意你摆摊，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接着，1982 年 9月，谢高华领导县委制定出台《关于大力支

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的几点意见》文件，提出“四个允许”的政策。后来，谢高华又明确表态“：开放

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其实，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领导有多能干，

而在于领导有多担当。正因为当年有了冯爱倩等群众的敢干和谢高华等领导的担当，才有了义乌小商品市



场辉煌发展的今天。

可以说，浙江一大批致富带头人和民营经济的崛起，与一大批敢于担当负责的领导干部的支持是分不

开的。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达的背后，一定会有一大批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打敢拼的群众，也一定会

有一大批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于担当、干净干事的干部，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能成就一方发展的大业。

坚持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良好的环境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摒弃计划经济、创

办经济特区、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等方针政策，极大激活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在中央大政方针下，地

方党政的执政理念、思路、政策、举措以及干部的能力作为直接决定地方的发展。浙江省委、省政府在长

期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了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相结合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形成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所欲为的领导方式，努力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

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领导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无为而治，因势利导，放手让基层和群众去干。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一时看不准的，对当时政

策不允许而广大老百姓又愿意干的事，按照邓小平倡导的“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的要求，放手让基层

和群众去干。上世纪 90年代，省委总结提出“三个允许”“五个不”，即允许试、允许闯甚至允许犯错误，

不争论、不攀比、不张扬、不气馁、不动摇，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领导方法。如对个私经济发展、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改制、温州模式、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以及龙港第一个农民城的兴起、第一家股份合作制

企业的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建立等，各级党委、政府都以宽容的态度默许、支持和引导。这里，

放手不是放任，而是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敢于为广大干部群众的探索挑担子，并及时总结和

推广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

其二，有为而治，顺势而为，搞好公共服务和发展环境。在宏观经济领域，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对

一家一户企业和群众需要而又做不了的公共问题，省委、省政府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谋在前面，干在实

处。如党的十五大明确，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以来，积极出台

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水平。针对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情况，率先实施城市化战

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针对农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提出大力发展效益农业，鼓励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

针对优质生源充足而高校招生不足的情况，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校园区。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

组织实施电力、交通、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假冒伪劣等现象，

着力打造“信用浙江”，树立浙江的良好形象。针对企业和群众办事难问题，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劳动、社保、安全等领域，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提供优

质的公共服务。这里，有为而治也不是盲目蛮干，而是顺势而为，按客观规律办事。

坚持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根和魂。文化的差异性最终决定发展的差异性。“古往今来，浙江人敏

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

发展。”浙江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适于市场经济的基因，如浙东学派陈亮等提出“义利并重”“工商皆本”

的“治生思想”；永嘉学派叶氏等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王阳明提出知行合

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黄宗羲等主张“工商皆本”的思想。这些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知行合一、义利



并举，工商皆本，四民平等”的文化图谱，而这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浑然天成。

近代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一只小船上诞生，浙江成为中国红色航船的起航地，创造了“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 红船精

神”成为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以“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

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和“白天风风光光当老板、晚上辛辛苦苦睡地板、

还要孜孜以求看黑板”的“三板精神”，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浙江省委高度重视浙江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提炼弘扬。2000年，省委提炼弘扬“自强不息、坚韧不

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2005 年，省委提炼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

时俱进的浙江精神。2017 年，省委提出新时代呼唤新时代浙商精神，要求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坚忍不拔的

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

求卓越的奋斗精神等。2016 年 9 月，G20 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省委要“秉持浙江精神，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总之，浙江 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是扎根于浙江大地的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改革文化汇聚而成的浙江精神的支撑，而这也是今后浙江发展勇立潮头的不竭动力。

○1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 6月 21日。


